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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試圖從經驗研究操作的角度爬梳建制民族誌的特色，並說明

建制民族誌的可能限制。首先，從理論系譜的角度切入，揭示建制民

族誌在發展系譜上所傳承的內涵，說明它如何傳承及調整馬克思理論

傳統、俗民方法學以及傅柯的論述理論。同時從研究對象設定及方法

特質，說明建制民族誌這研究取徑的特色。接著本文從經驗研究的實

際操作面切入，指出台灣相關經驗研究所透露出的建制民族誌的可能

限制。具體指出在反抗議題和文化議題上，現有的建制民族誌研究並

未能對此有所回應，藉此說明運用建制民族制所可能面臨的限制與挑

戰。

Abstract

This article sets up to capture the analytical features of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IE), while illustrating the potential conceptual limitations 
encountered. First, I begin with the theoretical tracing of IE and its conceptual 
roots/routes, including how IE works with and against Marxist tradition, 
ethnomethodology and Foucauldian discourse. Meanwhile, I characterize the 
methodology of IE by explaining how and what IE is implemented. Next, I 
culturally contextualize IE and its practices within the Taiwanese context and 
show the potential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encountered. In particular, I 
argue that the notion of resistance and the concept of culture are under-
theocratized in the analytical landscape of IE and needs to be better 
accommodated. This shows the methodological limitations and challenges 
while practicing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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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由女性視角發展出來的洞見

建制民族誌研究者在闡述建制民族誌的基本理論立場時，常提到

Dorothy Smith曾自我告白式地說明她在職場上作為一個大學教授以及

同時身為一個家管母親的斷裂經驗（Smith 2005: 11-13），這個斷裂所指

涉的，是她察覺自己作為一個家管的親職角色，日常生活深受學術建

制環境影響及支配，並且強調這些影響及支配，在一個由白人男性所

建構出來的研究建制環境中不被看見，也無法被看見。透過這個斷裂

經驗，Smith試圖說明有一種結構性的力量讓女性的主體性無法被體

現。但她由此所開展出來的建制民族誌理論，是否因而只是一個奠基

於女性觀點的研究方法？此方法真的只關乎性別嗎？早在1990年代就

已引發許多這樣的質疑，討論她企圖發展的理論及方法恐不只限於女

性觀點（Lemert 1992: 64; Doran 1993: 45）。後來，她在2005年出版的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一書的第一章 “Women’s Standpoint”（〈女性的立

場〉）中，曾花了不少篇幅說明歷史上女性在公共論述中被排除的「弱

勢」角色（Smith 2005: 13-20）。Smith承認自己受女性主義論述的啟發，

讓她從另一個角度看待自身的職場身份，發掘了自己身為女性的主體

身份。但這反省也同時將她越帶越遠，帶到一個不能只限於性別觀點

的訴求。是以Smith在這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專書中，明確地表明建制

民族誌非只關乎性別（22）。社會中與女性的處境相似的其他許多身

份，特別是社會弱勢者身上，也同樣可以發現類似的斷裂。在這些反

省中，Smith在理論上確立了將「支配關係」作為研究主要的揭露對象，

原本從性別弱勢角度切入的洞見，也就逐漸跳脫性別視角的侷限，成

為在各類弱勢者、甚至在建制體系中任何人身上都適用。而今，女性

處境在Smith的理論框架中更像是一種弱勢的隱喻，由歷史脈絡投射出

來的一個隱喻。因此Smith（2005）明白宣示，必須將 a sociology for 

women轉化到常民，進而提出 a sociology for people。



台灣社會研究　第一一二期　2019年4月150

雖然Smith在申論中是以自己斷裂經驗為例子，但她同時強調，基

於女性立場的反省不只關乎性別，而更關乎支配關係，可以說，建制

民族誌企圖透過主體經驗來掌握背後隱存的支配關係。因此，所謂的

弱勢不是由主體的社會位置來判斷，而是在支配關係脈絡中被支配的

意義指涉，不同主體的斷裂經驗代表的是支配關係在不同主體實踐中

所產生的一種感知，透露出的是一種「弱勢」位置的感受。換言之，弱

勢不是由社會特徵（如階級、性別等）來判斷，而是在支配關係的脈絡

中所呈現的被支配位置。

Smith自己曾表明：「我不是符號互動論者、也不是現象社會學

者、馬克思社會學者、或俗民方法論者」（1987: 9），但無疑地，Smith

所企圖發展的理論架構及方法論深受這些理論的影響。本文試圖說

明，建制民族誌分別承繼以上不同理論的哪些特點，藉以說明建制民

族誌的基本理論立場及方法特性，並從台灣相關研究所觸及的方法議

題，探究建制民族誌在文化議題及反抗議題上可能切入的方式及限

制。本文的主題：建制民族誌「為何」書寫？這個提問同時提的是「為

什麼」（why）及為「什麼」（for what）兩個面向。前者要問的是，建制民

族誌是在甚麼發展脈絡下出現的，這是一個理論系譜的議題；而後者

要問的則是，建制民族誌為「什麼」及為「誰」而寫，這涉及了建制民族

誌書寫的對象與方法特質。本文將從這兩個面向提出說明，並在文章

最後，討論建制民族誌書寫對象的選擇及可能的限制。

一、建制民族誌的理論系譜與理論立場

（一）左派系譜：意識形態與物質性

Smith在早期的著作中，很明確地表明她發展的理論與方法，乃借

鏡馬克思的思維（Smith 1975a, 1981），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對社會關

係的理解。Smith認為馬克思處理的是政治經濟學和真實社會關係之間



151建制民族誌「為何」書寫？

的關連，強調人們各種不同的生產關係是社會關係的基礎。Smith指

出，馬克思將人們實際生活中與生產關係相關的具體詞彙，如薪資、

商品、資本、獲利等，理論化在他的政治經濟學框架中（1981: 318），

但在理論化的過程中，並沒有讓「實際發生的社會關係」因概念化而被

隱匿。因此她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架構體現了真實社會關係的影響及展

現，而不是將社會關係視為解釋社會結構的（功能性）抽象概念。換言

之，Smith眼中的馬克思所論述的是在真實的社會生產關係中成形的政

治經濟結構，而非抽象性的結構指涉，沒有和人們實際日常生活的活

動脫鉤。就這意義而言，Smith自認她的理論與方法承襲了馬克思理論

的特性（1981: 319）。

另一方面，馬克思唯物論的理論基調當然是Smith作為一個承襲者

無可迴避的重要課題。若追溯Smith理論框架中的物質性（materiality）

討論，大致呈現在三個文脈中。一個是她挑戰body／mind的二分架

構︰ body在她看來是社會意義生產的重要基礎，因此在方法上她強調

談主體性及支配關係時，不應脫離身體的物質性，她指出應將分析回

歸常民日常生活的實際活動，而由此說明背後體現出的支配關係，並

強調這是一種打破body／mind二分的方法（Smith 2005: 24-25）。另一

個脈絡則是在「工作」（work）這意義下談物質性︰在Smith的思考中，

「工作」指涉的是各種需要技能的實作（1987: 165），換言之，她所謂的

工作並非僅是組織內或在僱傭關係下的勞動行為。她視工作的重要性

勝於勞動，同時也從馬克思對經濟性生產的強調，轉向技能元素。技

能元素涉及的是與物質性相關之實作領域中的指導、傳承等機制，因

而涉及了相應所需的文本中介（textually-mediated）的社會實作脈絡。第

三個涉及物質性的脈絡，就是所延伸出的有關「文本」的論述︰她認為

「文本」具有一種不同於主體特質的物質性內涵（1987: 69, 166），它可

以被複製、重製，它在主體之外但影響著主體的建構，並且可以跨地

產生影響。Smith曾引用馬克思的話，說明馬克思的物質性強調一種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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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面向的依賴性（dependence），她順著這個依賴性的思路，將「工作」

的經濟性依賴，轉而理解成另一種新的物質性依賴類型，亦即對「文

本」的依賴。「文本」的物質性體現出Smith理論架構中，是形塑主體和

支配關係背後重要的物質基礎。

以上列舉說明了Smith自己有關傳承馬克思的說法，但若仔細比較

兩者，很容易發現他們之間卻仍存在許多差別。例如，我們會發現，

前述Smith所提的物質性論點，與馬克思談人與物之間的理想關係這個

核心關懷並不相同，她的論點並沒有涉及太多馬克思式對人／物關係

的浪漫式想像及情境預設。此外，建制民族誌談工作的勞動時，也並

非以經濟生產的角度切入。雖然他們之間存在以上這些立場上的差

異，但我們卻又能不時在她的思維架構中嗅到建制民族誌有鮮明左派

的色彩，如Smith談支配關係、弱勢立場等，這些都看得到左派的影

子。但到底在何意義上我們可以確認它的左派血統呢？

左派（廣義包含傳統左派及新馬）目前已很難再以唯物立場或生產

關係作為公約特色來標示其特質，這兩者在經歷新馬的論述調整後，

都被視為是較為次要、甚至是不合時宜的標籤。而尚能維持不變的卻

是「真／假」之辯，不同左派立場之間的公約特色，足以用「真／假」之

辯及其衍生的價值訴求來說明︰左派公約的基本立場隱含了有「（被隱

匿、不被意識到的）真實運作／（存於意識中的）虛假認知」這個基本

的差異概念。也因此，將人從虛假認知的意識中喚醒，認識到那個被

匿而不見的真實運作就是一種具價值的使命，這也可說是左派的「批

判」精神。建制民族誌是否有這個特色呢？ Smith在行文中所談的支配

關係，用她的話說，是「外於個體」影響著主體如何透過自我客體化的

過程來理解自己的方式（也就是建構主體的方式），因此支配關係是主

體內化於自身而不自知的基礎（2005: 69）。如同Smith所談的「普遍性

的偽裝」（masquerade of universality），是她在工作勞動上進行學術領域

中制度文本的對話過程中武裝自己、偽裝在普遍性（制度化）的價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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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假部份）。同樣地，建制民族誌理論脈絡指出，文本讀者（text 

reader）對於文本的生產機制、連結影響及傳遞機制雖未能有清楚的認

知，但卻忙於與文本進行對話（text-reader-conversation），並在對話中受

其支配（104-108）。因此能揭露這支配的支配關係，就如同喚醒被支配

者認識到那被匿而不見的真實運作。

如果依「真／假」之辯的區分來對建制民族誌中隱藏的內涵進行整

理，可以摘要表列如下︰

- 客體化的主體（objectified subject）／全人的個體（integral indi-

vidual）

- 跨地性（translocality）／在地性（locality）

- 文本化（textualized）／身體性（bodily）

- 文本中介的工作（textually mediated work）／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

在Smith的討論脈絡中，前者往往指涉的是虛假、「異化」的部

份，而後者則指涉具有完整、真實的存有特質。依此，建制民族誌確

實有左派「揭露」虛假以突顯真實的實踐意涵及批判精神。

（二）理論特質：主體、論述、支配關係

Smith因承襲了馬克思的思考路數，早期的文章不時會提到意識形

態（Smith 1975a: 355），Smith認知意識形態為一種權威式力量的基礎

（Smith 1975a, 1975b: 365; Doran 1993: 49）。但在後來的申論中，她往

往藉助「論述」（discourse）概念來說明，以致理論建構的發展逐漸倚重

「論述」，因為她發現使用論述概念結合語言的分析較為方便、也較直

接（Collins 1992: 75），所以逐漸以論述取代意識形態這個被廣泛使用的

詞彙，但相關分析則一直維持「支配關係」這個存有預設。

正因為Smith藉助論述概念來說明，因此在她談「支配關係」時，

很容易讓人連結到Foucault所談的治理性。事實上Smith在1980年代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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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自身的研究路數時，雖使用了Foucault的論述概念，但她將重點放在

文本所鑲嵌及中介的組織化社會關係，換言之，Smith企圖分析的對象

不是論述本身，而是論述如何實際發生影響的過程（1990: 162）。因此

儘管Smith同意Foucault的論述概念，但她認為Foucault所開展出來的

理論立場，並不能用來說明個體的實作。所以她不完全承接Foucault論

述概念的（後）結構主義特質，不試圖在結構層次上談結構性權力

（power）（161）。其中一項關鍵原因在於，Foucault的「治理性」與「論

述」展現的是一種具結構關聯性的解釋基調，這兩個概念描述的是一種

結構性權力的展現，進行的是一種鉅觀層次的描繪。因此當Foucault談

身體時談的是規訓的身體；談主體時談的是治理環境中主體結構化出

自我認知的權力過程。如果說Foucault的「治理性」／「論述」是一組基

礎概念，那在建制民族誌的脈絡中相應的概念組就是「支配關係」／

「文本」。

在Smith的「支配關係」與「文本」概念組中，看似「支配關係」也像

是在說明一種治理性︰透過組織化或制度化的過程，創造了各種客體

化角色來形塑主體認知。但Smith更強調的是這客體化的主體（Smith作

為教授）之外的另一種主體存有（Smith作為母親）的探究，強調要直接

切入微觀層次 agent的日常生活及實作。Smith所談的文本，不是強調

它作為一個意義結構的關聯整體，而是強調它的媒介功能。不論文本

或由之所產生的支配關係，在Smith的討論中都不是以客觀的意義結構

來被理解，而是強調它是制度化環境運作的重要媒介基礎。至於此制

度化環境如何實際產生影響效果，還是必須回到主體行動者間的實際

互動來掌握。Smith認為，從主體行動者的實際互動才能具體彰顯支配

關係的影響；換句話說，支配關係無法脫離主體行動者的實際互動，

而被以一種外於主體（群）的存有形式來被掌握及理解（2005: 183-

185）。因而，支配關係並不能決定主體行動者的實際互動及具體實

作。主體有被「喚醒」，而對被支配的事實發展出自我意識的可能，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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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Foucault有關鍵性的差異。就這意義而言，建制民族制的理論基調是

偏向建構式的，有別於Foucault的後結構特質。

（三）方法上特質

1. 建制與文本

在方法上，Smith曾明確地區隔了她和馬克思的不同，她引入了描

述工作的自反性思考，強調語言活動本身的影響。也在這點上，她認為

馬克思並沒有很清楚意識到社會關係中實際發生的語言及論述層次的語

言兩者之間複雜、模糊的關係（Smith 1981: 333）。Smith曾認為俗民方

法學反而在這點上提出了深刻的反省，指出描述社會關係的描述者本身

同時身處於社會組織化的框架之中，亦即反省到「社會組織建制（the 

social organization）無可避免地總在描述中『現身』（“present”），亦即描述

活動必然依賴它，儘管它未必會被明確地看到」（1981: 334）。她後來

將這個方法論上的反省，連結到「論述」概念進一步深化。在筆者看

來，Smith在後來接受Foucault論述概念的同時，便走出不同於俗民方法

學的路，走向一種預設存在支配關係的分析路數，也在這點上，她劃

出了和俗民方法學在根本立場上有所差異的界線（Campbell 2003: 12）。

Smith主張，社會關係的建制化是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徵，在現代社

會的情境中，建制體系的運作意味著一種新權力機制的具象展現。當

Smith在1987年首次明確定義建制（institution）的指涉內涵時，僅強調

它具有支配性，尚沒有提到文本中介的特質（1987: 160）。但在1990年

之後，「文本中介」則逐漸被確立為Smith標示現代社會情境下，理解建

制的重要特徵：

以文本為中介所產生的論述，代表著現代社會的獨特特性。現代

社會的存有方式，是社會中組織化的溝通及詮釋實作，結合在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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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日常生活世界中，並同時對之進行結構化，這運作模式在經濟

及政治過程中促成了社會關係的建制化發展（the organiz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1990: 163）

Smith明確地認定文本中介的社會關係是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徵，在2005

年《建制民族誌》這本具里程碑意義的代表著作中，這個立場甚至被正

式標舉成理論名稱。建制在她的理論框架中，標示的是現代社會中，

廣泛受文本中介而產生跨地域（trans-local）、超越地域（extra-local）的影

響力。Smith（2004）認為，這是一個馬克思在其所處的年代尚未遇到的

社會條件，因此馬克思自然不會將之視為是現代社會的特質。而當

Smith接受並沿用轉化Foucault的論述概念，並將文本中介的特性視為

是論述結構的微觀運作基礎時，也就同時將「論述」在現代社會中的普

效性特質擴及應用於「文本中介」，而將「文本中介」正當化為足以標示

為現代社會的重要特質（Lemert 1992: 68; Collins 1992: 74）。

Smith的理論雖然預設現代社會跨地的、超越地域的影響力，但她

在方法上，因特別強調從微觀日常生活的實作中來掌握及揭示支配關

係，所以支配關係及支配權力的圖像無法以全觀的方式被揭露，她堅

持支配關係必須、也只能在研究脈絡中被凸顯及掌握（Smith 2005: 68-

71）。由此可見，她關心的不是結構（包括論述結構）本身，而是透過

常民片斷、但同時具體可徵的日常實作來說明支配關係的實際運作方

式。但足以產生跨地的、超越地域的影響基礎為何？跨地的、超越地

域的影響力在不同地域脈絡被解讀、被實踐的方式並不一定一致，因

此是否有一致的（支配）權力結構？若沒有，又如何能說支配關係有跨

地的、超越地域的特質？針對這個類似社會存有論的問題，Smith僅以

文本這個物質性存有的普效性來回應，她認為同一文本在不同地域進

行中介、產生相關的社會實作，就展現了文本跨地的、超越地域的事

實，這樣的理論回應方式，無疑是採用一種文本（作為物質性存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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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地的、超越地域地傳散及採用的事實來說明，但這同時也讓多元、

非單一的視野成為此方法的基調（165-170）。

2. 斷裂

「斷裂」（disjuncture）是Smith方法論中一個重要的概念，就理論系

譜而言，斷裂的意義來自於前述左派理論的真／假之辨的立場。斷裂

標示的是一種「虛假／真實」或「表象／（被遮蔽的）實在」之間的落

差。這斷裂具體落實在社會脈絡中，分別有不同層次的指涉：若回顧

Smith在其著作中不同段落的討論，可以發現這斷裂在早期僅強調女性

經驗與女性視角並非主流論述及制度設計所能體現、能被看見的一面

（Smith 1992: 91），但在發展成為建制民族誌後，這斷裂被擴大理解成

主體日常經驗與主流論述或制度設計之間的落差。由於這類斷裂會讓

主體自身有明確感知，因此可以體現在主體自身的反省中。當我們將

研究對象的斷裂經驗放在日常工作的脈絡中來看時，斷裂經驗也就是

在身體勞動工作的物質性中發生。Smith曾表示：「存在有一個可以被

描述的世界」（there is a world that can be described）（1981: 316-317），而

這個「世界」，在Smith的理論架構中，就是日常生活實作和文本中介機

制之間的相互影響及運作。這是Smith認為可以被描述、揭示的真實世

界。但這樣一種對真實世界的理解，其實預設有一個存在於文本之外

的主體（the subject outside the text）（Clough 1993: 175）。因為有這樣的

理論預設，才足以讓主體經驗成為實存的（the actual），而在另一面那

些在文本中介的活動中進行連結實作的主體，則是屬於支配關係影響

下另一層次的被支配存有，這兩者之間的斷裂是建制民族誌理論特質

中相當關鍵的基本立場。

基於Smith以上的理論思考，主體的斷裂經驗乃源於支配關係在

「建制對象」身上的運作，彰顯的是一個主體處於建制體系中被支配的

「弱勢」位置，因此「建制對象」不必然只能指涉社經地位的低階與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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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在建制體系中，醫生、大學教授這些高社經地位者也同樣可以是

建制支配的對象，同樣可以發現有建制民族誌意義下的斷裂感受。這

除了Smith自身作為大學教授的斷裂告白可供佐證外，林昱瑄（2018）

的研究也讓我們清楚看到大學教授如何成為建制對象的事實。此研究

詳細地描繪了大學教授所面臨的斷裂及在建制結構中所處的弱勢位

置。事實上，當Smith接受了Foucault的權力論述，並將其融入建制民

族誌的理論時，「支配階級」便已不再單由客觀面的政治經濟因素所決

定，如同Smith將「階級」修正理解成是社會互動中所建構的「範疇」

（2009: 78-79）。一個高社經地位的人，在某些建制脈絡中，也同時可

以是被建制支配的對象，也必然面對斷裂性。這是Smith的建制民族誌

相較於傳統馬克思，更具多元張力的批判特性。

二、兩個延伸的關鍵議題

Smith的建制民族誌是一個有相當理論基礎及明確立場的方法，但

也因為如此，在經驗研究的操作中，研究者很容易遵守建制民族誌對

書寫對象的選擇及分析方向上的鮮明引導。綜合相關經驗研究的內

容，筆者發現在兩個議題上，特別容易看到建制民族誌的「不書寫」，

這引發筆者思考，這是否是建制民族誌的方法特質所導引下產生的結

果。這些「不書寫」的範疇分別是「反抗經驗」與「文化」議題，以下將

針對建制民族誌的相關研究，對這兩個議題疏於書寫的現象進行討論。

（一）建制民族誌如何可能書寫「反抗經驗」？

Smith的理論及方法由於承襲了馬克思的路線，因此鮮明地體現了

具有高度改革社會的關懷與揭露真實運作的精神。她曾在一篇文章

中，洋洋灑灑地列舉了許多採用建制民族誌理論與方法的研究，指出

這些研究確實引發社會面的改造及影響。例如在加拿大種族不平等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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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勞僱關係、環境、社會政策及同性議題上，都曾有建制民族誌的

研究直接或間接地促成了實務上的改變（Smith 1992: 97）。在十五年後

的另一篇文章中，她更明確地表示，改變是需要進入制度化的過程：

將改造運動者的經驗和其支持者的政治意識建立聯繫，是由下而

上產生改變的過程中相當關鍵的一環。（Smith 2007: 23）

由下而上改變的組織化（organizing）過程，生產了如何做的知識、

建立聯繫（connections）、也可以生產支配關係如何運作的知識，

以及讓我們知道如何透過組織化來產生改變，而也許最重要的

是，它可以讓人們變得有動力並意識到自己是政治主體。（26）

從這兩段文字，可發現Smith承襲馬克思精神的程度，可能比前述已說

明的還要多。在改造社會（也可以說是對支配關係的反抗）的立場上，

她主張要在改造運動者及其支持者之間建立政治意識，包括意識到自

己是政治主體。這在邏輯上，不啻為是馬克思試圖喚起勞工階級意識

的翻版，儘管表述的脈絡框架不同。換言之，建制民族誌在生產支配

關係如何運作的知識時，就試圖創造改造社會動能的機會，也就是創

造反抗支配關係的契機，這是十足具反抗及社會運動精神的實踐。

但要能產生制度性的聯繫效果，才能算得上是有改革效果的「反

抗」，Smith這個嚴格的立場，等於同時排除了一些日常生活中零星主

體進行自省及反抗作為的書寫價值。在許多實證研究中確實可以發現

不少這類彰顯斷裂的零星反抗作為，以台灣許多建制民族誌研究為

例，許可依（2017）、張麗珍等（2017）、蔡昇倍（2015）這些研究，都曾

描寫一些有自省能力，並在自己的工作上以創意變通的作為來對抗建

制支配力量的行動主體。許可依的研究從社工人員的斷裂經驗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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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作為承接政府家暴防治業務的一線工作者，進入到一個極度分

裂的處境：一邊是社工專業所教導的「案主自決」，另一邊則是建制

以安全至上定義的「個案最佳利益」。因此，「演戲」便成為社工身

處在建制與案主角力中，回應建制的一種方式。（2017：111-112）

許可依筆下的社工為何「演戲」？不是為了完成社工建制體系所賦予的

工作，而是對社工建制體系的荒謬性所進行的控訴回應，希望能「回到

人味的社會工作」（2017：112）。這是她筆下的社工在「案主自決」專業

價值的堅持下，對制度所進行的反抗實作。

蔡昇倍的研究也曾從自身作為社工的斷裂經驗切入，她表示：

在觀看Cs8的 IADL分數時感到巨大迷失感與斷裂，〔因為〕來自於

蘭嶼原鄉的生活經驗脈絡，無法被放入帶有西方現代生活假設的

IADL中評分。（2015：127）

面對這個斷裂，在地居家服務員的實作在ADL及 IADL這建制規

約支配下，選擇儘可能地做一種「活的服務」（蔡昇倍 2015：78）：

若服務員們只見著ADL與 IADL所呈現的生理失能個人，那長期

臥床的Cy17可能因為貓狗帶來的蚊蟲讓病況更為惡化；Cy9也聽

不到他念念不忘的傳統歌謠，因為這些全都是生理失能之外的需

求，不會出現在建制語言所定義的服務項目中⋯⋯〔在地居家服

務員〕隨著案主當下的需求，給予立即的回應、填補身體失能評估

看不到的環境與情緒需求，修縫案主生活起伏中的各式需要⋯⋯

這些額外衍伸出的另類服務、金錢與時間成本，全部都是由服務

員自行吸收解決。（87）



161建制民族誌「為何」書寫？

這個建制體系中看不到的「活的服務」，其實是在地居家服務員堅持案

主需求下，對制度規約所進行的反抗性回應，完全不是為了完成建制

要求。相反地，建制的要求很多時候是壓制這類「活的服務」的主要力

量，因此「活的服務」可說是在地居家服務員在疲於應付建制狹隘的規

約之餘，仍使力進行的另一種抗命實作，這種對建制的抗命力量，來

自於建制代理人的一種專業良心。這類具反抗性的專業良心，也同樣

在張麗珍等筆下的呼吸治療個管師的反抗實作中看得到（張麗珍等 

2017：163-166）。

這些對抗的實作雖只是在建制體系中零星的變通作為，依Smith的

標準，可能還達不到有制度化的影響，因此還沒有顛覆體制的作用，

但這些卻是行動主體在日常生活中，控訴體制的荒謬與矛盾的具體實

作方式。若依Smith的反抗觀（2007），這些零星的反抗或許只創造了還

沒有達成橫向聯繫的契機，頂多算是創造了「如何作」的片斷可能性，

但她眼中這些點點滴滴、分散在建制結構中的反抗實作，在尚未發展

出彼此之間的聯繫之前，並不是值得紀錄及書寫的對象，也因此現行

大多數的建制民族誌研究，大多選擇不書寫這類零星的反抗作為。以

一篇美國原住民受家暴婦女的研究為例（Wilson & Ellen 2006），文中清

楚揭示了美國法律及社工體系所介入的協助與原住民因其文化背景因

素所產生的斷裂，但在此文章的描述中，社工及法律體系中的人員被

寫成是高度「稱職」的建制代理人，絲毫看不到他們有任何反省思考及

另類作為。換言之，當研究目光鎖定於說明斷裂及揭露建制支配如何

運作的同時，個別的反抗頂多只是用來凸顯建制如何粗暴、如何不合

理地進行支配的橋段，至多只能象徵性地表示存在有其他可能的「契

機」，此外沒有太多被描述及討論的價值。這類真實的反抗經驗，在建

制民族誌的書寫中往往被不經意地忽略，即使沒被消音，也只能扮演

附屬的角色。但就這個角度來說，原本源於想顛覆父權支配下被消音

的女性真實經驗，彰顯被忽略的女性聲音的建制民族誌，最終是否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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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讓這些反抗的主體（儘管不一定是女性）的聲音被當主題書寫？許可

依、蔡昇倍及張麗珍等筆下的不同反抗主體，他們對建制的荒謬所進

行的精彩反抗實作經驗，其實透露出非常多回應建制荒謬現況的可能

反抗路線，這些若能被更詳盡地書寫及發揮，其價值將遠高於僅被用

於說明建制支配關係如何發生。

事實上，這類的反抗實作不僅只發生在建制代理人身上，更多時

候是發生在被建制活動支配的弱勢者（如案主）這些「建制對象」身上。

建制支配活動的實際運作，往往是由建制代理人與建制對象（如案主）

彼此間的互動所構成，往往同時涉及的是這兩造的斷裂經驗與他們各

自可能進行的反抗實作，因此在分析上應同時兼顧各類斷裂經驗、各

種可能的技能實作以及各自所施展的反抗實作。目前大部分的建制民

族誌常止於指出斷裂以彰顯支配關係的存在與運作模式，而忽略了建

制代理人與建制對象的反抗實作的研究價值，但筆者認為這些反抗實

作的模式是提供具體進行建制攻錯的重要思考基礎。

Smith在早期曾強調，我們應該意識到社會學本身也是一種意識形

態下的建制化學科，它充斥著「男性的調性」，也因此知識生產的對象

與討論的內容忽略了女性的真實經驗（1975a: 365-367）。我們若以同樣

的方式來審視近年來建制民族誌的研究，其呈現研究結果的方式大致

有三類，一類是致力於呈現（mapping）日常生活和建制支配之間的連結

樣態（Water 2015; McNeil 2008; Campbell 2001）；另一類則指陳建制體

系中理念與實際操作面落差所產生的荒謬與矛盾（Rankin 2015; Rankin 

& Campbell 2006; Breimo 2015; McCoy 2006; Mykhalovskiy & McCoy 

2002），還有一類則企圖說明所考察的建制體系的運作，如何成為上位

社會結構再生產（如階級再生產）的一環，進而指出它是更大支配關係

中的一部分（Griffith & Smith 2005; DeVault 1991）。在這類基調下所操

作的建制民族誌書寫，被書寫的多是「建制人」，也就是鑲嵌在支配關

係運作中的、沒有體現真正主體性的行動者。而以個別反抗經驗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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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建制民族誌，幾乎找不到。但這些經驗不正是Smith當年試圖發展

出能讓女性真實經驗被看見的方法精神嗎？這些還沒發展出橫向連結

的反抗經驗，雖然零星，但不也正是有自我覺醒意識的主體實踐的真

實經驗嗎？何以這些真實經驗反而在這些年的建制民族誌無法被強

調，甚或無法被看見？若循著Smith強調要自反性地意識到社會學本身

也是一種意識形態下的建制化學科這一思路，或許應換位思考，同情

地思索以下的可能解釋：目前學術期刊所刊載的建制民族誌文章之所

以有所「不書寫」，是否可能因為目前學術期刊論文（作為一種文本）在

篇幅上的限制、要求清楚結論式觀點等建制化審查過程，致使盡篩選

出一些能對結構有明確批判說明的文章類型，而讓另一種談非結構

性、特殊性的真實反抗經驗的文章，容易被建制自然地排除？這個自

反性的思考，引導著我們反省，目前學術界出版發表的建制化環境，

是否支配著建制民族誌的書寫？那麼，建制民族誌真的還走在讓排除

的聲音發聲的初衷所鋪設的道路上？ 

（二）建制民族誌能書寫「文化」嗎？

Smith在談建制時，指涉的主要是以「文本」為媒介所建構出來的

制度化及組織化範疇，而非傳統人類學所討論的風俗、慣習等文化面

向的建制結構。值得思考的是，建制民族誌如何理解傳統意義下的「文

化」？

Smith在《建制民族誌》一書中申論「文本」的重要性及角色之前，

詳細地論述了語言作為協構主體（language as coordinating subjectivities）

的功能（Smith 2005: 75-95）。她承襲了Vološinov、Mead及Luria的觀

點，將語言視為是構成個體間共構領域（interindividual territory）與形構

主體性的重要基礎（95）。依照這個理論脈絡，所謂的「文化」、「傳統」

被化約成為溝通、互動、實作的文化，而非一種結構性的對象。因

此，依建制民族誌的理論精神，在描繪日常實作的同時已經處理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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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Smith站在上述涉及語言與主體性討論的三位學者的理論觀點基

礎之上，進一步區分了以「共同生活經驗為基礎的」（shared experienced-

based）及「以文本為基礎的」（text-based）日常互動與實作領域，並在此

區分下，Smith將建制民族誌方法導向後者，強調「以文本為基礎的」

（text-based）面向才是此方法的重點，進而發展出以文本為中介的方法

論立場（85-94）。這表示Smith並非沒有意識到前者（共同生活經驗為基

礎）面向的角色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性，但如同前述章節所述，在Smith

的診斷中，她認為現代社會的社會關係朝建制化的方向發展，在企欲

凸顯此現代社會特色的立場下，另外一類不以文本為基礎的日常實作

（前者）及其所產生的「文化性」，也就在高度聚焦於文本中介的方法導

引下不被看見。

Smith曾表示，文化關注的是規範，是一種整體性的秩序表現，也

因為這樣的認知，她寧可將文化化約在實作中來研究：

由文本中介的論述是標示現代社會特殊性的特徵⋯⋯在這樣的意

義下，論述概念將「文化」所涵蓋的各種觀察，轉成真實的實作，

成為可直接考察的對象。（1990: 163）

很顯然地，在建制民族誌的理論框架中，「文化」並非設定為是書寫的

選項，更精確地說，從建制民族誌的角度來看，「文化」不是一個有明

確指涉的概念，因此不足以成為書寫的對象。文化在成為考察及書寫

的對象時，已被轉化成更具體的日常實作來理解，亦即成為在文本中

介的論述環境下所理解的日常實作。藉著Foucault論述概念的廣泛普效

性，Smith看似在理論上解套了建制民族誌的考察範圍並不限於組織或

制度範圍，而可以更廣地涉及社會的其他界域。以建制民族誌領域中

廣為人知的兩本著作Mothering for Schooling（Griffith & Smith 2005）與

Feeding the Family（DeVault 1991）為例，這兩項研究所探討的主題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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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教育體制內或特定組織內的日常生活實作，涉及的範圍更涵

蓋了傳統認知的母職文化。因此，這兩本著作的處理方式，確實如同

前述所引的Smith的話，精彩地展演了如何將「文化」（在此指母職文

化）轉化成論述影響下的日常實作來研究。但若放在非西方社會如台

灣，這樣的轉換恐怕無法那麼單純，因為文本中介的現代性，就歷史

發展脈絡來看，對於非西方社會，特別是部落社會來說，是一種由外

而內強加的支配性，文化與文本化的建制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斷裂。因此

對這樣的社會及社群，支配關係的研究，將不斷面對既存傳統文化的支

配性和現代文本中介的支配性兩者之間的角力，這很容易從蔡昇倍筆

下達悟族人的聲音辨識─「我不要在飛魚季的時候死掉」：

在部落中進行照顧工作時，會發現照顧與傳統的達悟文化緊密相

連。許多服務員和案主之間的語言和互動模式都必須放入在地的

文化脈絡下裡觀看，才能理解為什麼要以這種特定的方式提供照

顧⋯⋯在照顧生命跡象已經開始越來越微弱的Cy33時，就會以充

滿文化意涵的話語來鼓勵他，希望激起Cy33的求生意志。〔在地

居服員〕特別告訴Cy33現在是飛魚季⋯⋯Cy33聽了便說：「我不

要在飛魚季的時候死掉」⋯⋯Cy33深知如果自己在現在去世，村

落內的男人在重要的飛魚季時節就得暫停漁獵，對部落內各個家

戶的維生與食物供給都會造成影響。（2015：88）

Cy33是一個去脈絡的編碼，蔡昇倍讓這沒有名字的編碼重新脈絡化在

文化傳統中，因為Cy33的真實聲音「我不要在飛魚季的時候死掉」只能

在文化傳統脈絡中理解，而無法反映在建制文本的操作中，傳統文化

的支配性和建制的支配性交集在Cy33與在地居服員身上。從Cy33及在

地居服員實作所共築出的景象，當然是真實經驗和建制支配的斷裂，

但也同時是傳統文化支配和建制支配之間的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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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的例子中，建制民族誌方法所引導的分析，往往將常民受

傳統影響下的「真實日常經驗」聚焦於受建制體系影響下的面向來考

察。建制民族誌將「斷裂」當成研究方法上的重要策略，關注的是建制

文本中介的論述及組織化關係是如何形塑與影響相關行動者的日常實

作。例如在Wilson與Pence（2006）類似的研究中，在探討美國原住民

受家暴婦女在現代法律及社工建制體系的處遇時，清楚揭露了美國法

律及社工體系所介入的協助與原住民真實需求之間的斷裂。但在揭示

斷裂後，文章的結論僅能提供幾項原則性的建議，不脫像是應該要讓

受暴原住民婦女的真正需求及聲音在建制處理流程中被聽到等這類缺

乏具體內容及作法的倡議（Wilson & Pence 2006: 222-224）。建制民族誌

若在描繪支配關係的同時，對影響「真正需求」背後的文化脈絡缺乏關

注，或完全沒意識到對背後的文化因素的探索是提供出路的重要關

鍵，自然就無法提供更明確、更具體的實質建議。若這份建制民族誌

研究能同時費心呈現建制代理人與建制對象的不同反思及反抗（如前述

蔡昇倍、許可依、張麗珍等研究的嘗試），相信至少可提供一種直接面

對「真正需求」的切入點。

傳統上，以文化為中心的研究，會爬梳研究領域內的價值體系、

社群連結模式、象徵符碼的建構、衝突及權力運作模式等，並探索這

些多元面向之間的關聯性。在涉及時間向度時，也很自然會探討相關

的變遷發展。建制民族誌由於並不關心傳統文化因素，因此較少涉及

這類議題，這樣的切入角度就理論立場而言雖合理，但是否能涵蓋及

解釋行動者的所有日常實作則是另一個問題。

若確實要能涵蓋多元日常實作，傳統文化、習俗在相關實作中的

影響自然不能、也不應被忽略。我們要如何定位傳統文化、習俗？將視

之為現代建制體系之外，另一種支配影響力的範疇（因此被排除而不書

寫）？還是應將這範疇視為是另一種另類「文本」所中介的論述基礎？

若真的如此定位，「由文本中介的論述是標示現代社會特殊性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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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163）這段Smith的話聽起來就格外突兀，顯得自相矛盾。除非我

們將現代社會中的傳統習俗，視之為一種新的傳統、新的習俗，認知

為有著不同的運作模式。但若相反地，建制民族誌不能涵蓋多元日常

實作，則表示建制民族誌的切入取徑，有無法涵蓋行動者某些日常實

作（如同前述以共同社群經驗為基礎的面向及影響）的限制，亦即無法

涵蓋那些傳統上「文化」一詞指涉的面向。建制民族誌若並不十分關注

這些面向，那也可以說這反映出了建制民族誌研究「不書寫」的範圍。

當研究者面對的是傳統、習俗影響十分鮮明的領域時（例如民間信

仰場域），前述的疑惑會特別鮮明，甚至在現代社會因社會分化所形成

的各種次文化領域，如塗鴉文化、刺青文化等有一定社群基礎的領

域，雖它們涉及的不是傳統文化，但卻是以另一種本質相當不同的社

會組織化型態呈現，例如沒有鮮明的主導文本（boss text），社群間（廣

義的）建制性規約相當彈性、流動，並且相當程度上這類社群仍倚賴共

同生活經驗。具有這些特殊性的次文化領域幾乎是目前建制民族誌的

研究完全沒有涉獵的處女地，但這些領域卻擁有更多「弱勢」、「邊陲」

的民眾及族群。他們的聲音是否可以透過建制民族誌的方法來被看

見？面對這些社會面向時，建制民族誌不應噤聲，而該思考如何自我

定位。

三、建制民族誌的現代挑戰：從台灣社會與科技環境變遷

的角度所提出的批判

Smith承繼馬克思理論發展建制民族誌的過程中，清楚地意識到現

代資本主義環境已非馬克思年代的處境，因此進行了許多概念的轉

化。其中「文本中介」的建制化環境，被標示為是現代資本主義發展

下，與常民日常生活緊密相連的特質。若將現代文本中介的建制化發

展，看成是現代資本主義影響下的變化，與此同時存在但在現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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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類似的支配關係者，至少還有傳統習俗（鑲嵌在語言及常民既存的日

常溝通概念之中）這類影響力。這類具高度文化特性的傳統，若被視之

為一種特殊的支配關係，是否也適合用建制民族誌的方法來進行分

析？儘管Smith沒有討論這個問題，但從它在各篇章的討論脈絡來看，

至少這不是建制民族誌關心的書寫對象。這些一直仍存在現代常民日

常生活中的（具支配性的）傳統習俗（或標示為「傳統文化」），它與現代

制度設計之間的扞格及斷裂，在台灣社會特別容易被看見（蔡昇倍 

2015）。這兩種支配力量的斷裂，在建制民族誌的引導下，很容易只專

注在現代制度化環境的支配考察，而忽略傳統的支配力量，或者傳統

的支配力量只是在建制民族誌的書寫中，成為分析中附帶提及、隱約

提醒著讀者它仍是有一定影響力的佈景。關注現代建制支配力量的立

場，框限出我們看常民日常生活的方式及範圍，因此所勾勒出的常民

主體性，也總是片面的，但用更嚴格的角度來說，這不啻為是一種理

論框限下所產生的研究限制。

此外，建制民族誌在現代也面臨了另一個新的挑戰。在現代新興

的溝通媒介（如社群軟體）出現之後，文本中介的組織化模式有了很大

的質變，不同層次的論述大量出現，結構的不穩定性也變高，文本的

位階結構已不再是過去的階層性關係。許多底層浮動的文本、稍縱即

逝的文本都以另一種方式挑戰高位階文本的影響。因此支配關係不僅

不能再以單數的方式理解，甚至是否是由上而下的形式運作都值得商

榷。是以預設在常民日常生活實作的背後，存在有某種上位結構的支

配影響力存在的這個立場，也可能造成研究視野的限制。對比於這樣

的預設，另一種可能思路如Deleuze與Guattari在《千高原》（Mille 

Plateaux: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1980）這本著作中針對組裝

（assemblage）概念所進行的討論，似乎提供了另一種修正的可能。奠基

於組裝概念的理論路數同樣著重實際連結過程（connectivity），但卻不

預設一種支配的結構性，組裝出來的結構具有流動的特質。在新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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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文本（如社群軟體）影響下的領域，建制民族誌所預設的支配結構是

否還能被考察揭露，還是比較接近組裝理論所企圖揭示的具流動的結

構，是值得未來進一步透過更多實證研究來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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